
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
来自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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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 １９９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 采用渐进双重

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研究结果

表明：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各项指标均具有显著且稳健

的负向影响， 该效应的大小在城市行政等级、 城市经济地位和城市所在区域等层面

存在差异；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显著提高了城市的环境规制水平， 导致了

外商直接投资的跨城市转移；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还提高了城市科研投入

和绿色创新水平， 表明这一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在吸引高技术清洁型外商直接投资

方面具有较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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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世界范围内， 开发区属于典型的区位导向性政策， 是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政

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８） ［１］。 中国自 １９７９ 年创建深圳蛇

口工业区以来， 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在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建立并高速发展， 目前已形

成了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工 （产） 业园区、 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 （含保税区、 出口加工区、 跨境工业园区等） 在内的较为成熟的开发区体

系。 这些开发区的设立和运行具有大体一致的特征和目标， 即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

利用优惠政策吸引投资， 创造就业， 推动集聚经济， 打造优势产业， 最终促进区域

经济增长与发展。 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区位导向性政策通常针对经济增长相对滞后或

有特殊经济发展需求的地域实施。 当地政府通过一系列税收、 公共基础设施、 生产

要素价格、 人才引进等方面的优惠与补贴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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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ａｅｓｅｒ ａｎｄ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２００８） ［２］

与传统开发区相比，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是依据清洁生产要求、 循环经济理念以

及工业生态学原理而设计建立的新型工业园区， 其蕴含了明确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和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属于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 为规范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建

设管理工作， 生态环境部、 商务部和科技部分别在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发

布了关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管理的办法与规定， 对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的申报创建、 验收命名以及监督管理过程提出了明确要求①。 配套标准方面， 生态

环境部于 ２００６ 年首次发布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三项标准， 对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
管理和验收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是与环保相关的法律、 法规及各项政策要得到有效

的贯彻执行； 二是园区环境质量应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标

准； 三是园区建设规划已通过上级部门组织的论证， 并由当地政府批准实施②。
２０１５ 年， 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 包括经济发展、 产

业共生、 资源节约、 环境保护和信息公开 ５ 部分 ３２ 项指标， 明确规定了国家生态

工业示范园区内的新增生态工业链项目数量、 能源使用比率、 工业废水利用率， 同

时要求园区内重点污染物排放必须达标， 重点企业必须实施清洁生产。
立足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兼具招商引资与环境保护双重属性这一基本事

实， 本文考察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这一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的影响。 研究基于 １９９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的相关数据， 采用

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因果识别。 结果显示， 相比于传统国家级开发区， 国家生态

工业示范园区对 ＦＤＩ 各项指标均产生了显著且稳健的负向影响， 挤出了城市 ＦＤＩ。
这一结果在城市行政等级、 经济地位和城市所在区域等层面存在差异。 机制分析结

果表明，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显著提升了城市环境规制强度， 进而导致

ＦＤＩ 退出生态示范园区并进行跨城市转移。 同时，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建设能

够有效提高城市的科研创新投入和绿色创新水平， 显示出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在吸

引高水平清洁型 ＦＤＩ 方面具备较大潜力。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如下三点： 第一， 在中国坚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推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的战略背景下， 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与开放经济视角，
采用规范的因果识别方法系统研究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 ＦＤＩ 效应， 补充了关

于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研究， 也为评估开发区经济效应提供了来自生态园区的新

证据； 第二， 本文通过异质性分析， 多维度揭示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 ＦＤＩ 效
应在城市层面的差异， 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在不同地理区域、 不

同制度环境及不同发展水平下的经济影响， 便于政府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设计； 第

三， 本文基于 ＦＤＩ 空间配置视角， 验证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带来的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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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三项办法与规定分别为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申报、 命名和管理规定 （试行） 》， 环发 ［２００３］ ２０８
号； 《国家生态示范园区管理办法 （试行） 》， 环发 ［２００７］ １８８ 号；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
环发 ［２０１５］ １６７ 号。

三项标准分别为 《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 （试行） 》 《行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 （试行） 》 《静脉

产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 （试行） 》。



强化会显著挤出 ＦＤＩ， 并驱使 ＦＤＩ 在相邻城市间进行转移。 同时， 创建生态工业示范

园区能够有效提高城市科研创新投入和绿色创新水平。 上述研究结果从绿色区位导向

性政策角度为 “污染天堂” 的存在与 “弱波特假说” 的成立提供了证据支持。

一、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 文献综述

国际现有关于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研究集中在对生态工业园区的案例分析和

定性分析阶段， 主要关注创建生态工业园区的标准体系、 演化过程及发展方向。
Ｋｅｃｈｉｃｈｉａｎ 和 Ｊｅｏｎｇ （２０１６） ［３］发现生态工业园区在降低环境风险、 创造企业利润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Ｋｉｍ 等 （２０１８） ［４］应用投入产出分析， 发现韩国的生态工业园

区提升了供应链上下游产业整体经济绩效， 但未实现环境改善目标。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０） ［５］介绍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过程， 对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未来

发展提出了建议。 Ｙｕ 等 （２０１５） ［６］ 以山东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案例， 研究产业

共生与生态产业园区建设的演化过程， 总结产业共生发展的驱动因素和特征。
Ｈｕ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９） ［７］发现中国创建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国家标准提供了全面的定量

指标和一致的指标体系， 相关经验可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Ｓａｃｉｒｏｖｉｃ 等 （２０１９） ［８］

提出生态工业园区在吸引领先企业的同时， 能够改善城市生活环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９） ［９］系统梳理了中国绿色工业园区的历史和发展历程， 对比分析了中国和国

际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监管框架， 并为中国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在提高产业可持

续性和发挥国际示范作用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国内现有关于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

发展现状、 发展模式、 环境绩效以及生态产业链等方面， 并且以定性研究为主。 谢家

平和孔令丞 （２００５） ［１０］从循环经济角度详细分析了产业生态化， 明确提出工业园区生

态化的升级目标、 推进措施和相关政策建议。 毛瑜等 （２０１０） ［１１］对生态工业园区的定

义及特征进行了详细论述， 总结了中国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经验和发展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 田金平等 （２０１２） ［１２］发现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

时取得了良好的环境绩效。 刘巍等 （２０１２） ［１３］采用数据包络分析， 发现中国 ２４ 家综

合类生态工业园区环境绩效差异较大， 而环境低效的两大来源是纯技术非有效性和规

模非有效性。 周凤秀和温湖炜 （２０１９） ［１４］首次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建设作为自

然实验， 发现绿色产业集聚对城市工业部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区位导向性政策与 ＦＤＩ 关系方面， 目前中国各类开发区大多以积极吸引外商直

接投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为目标， 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税收、 土地使用和银行贷

款三方面的一揽子优惠政策， 并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以促进 ＦＤＩ 充分发挥

集聚效应 （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１５］。 由于上述原因， 开发区对于 ＦＤＩ 具有天然吸引力，
中国过去 ３０ 年间新建的 １ ４００ 多个开发区在吸引 ＦＤＩ 方面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 ［１６］系统研究了中国开发区设立与 ＦＤＩ 的关系， 发现开发区的设立导

致 ＦＤＩ 总量平均增长 ２１􀆰 ７％，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已促使人均 ＦＤＩ 增长 １１２％， 且并未挤

入或挤出国内投资。 同时， 开发区的设立会导致 ＦＤＩ 的局部离散效应， 即多个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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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的设立驱使 ＦＤＩ 由原开发区向邻近开发区分散转移。 早期设立的开发区在吸

引 ＦＤＩ 方面具备绝对优势， 而相对较晚设立的开发区更趋于同质化， 其 ＦＤＩ 的局部

离散效应更为明显。
（二）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兼具招商引资与绿色发展属性， 理论上可视为在环境规

制加强的约束条件下对 ＦＤＩ 进行优化配置的区位导向性政策。 环境规制强化如何影

响 ＦＤＩ 是国际贸易和环境经济研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Ｋ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 ２００９） ［１７］。
根据经典的 “污染天堂” 假说， 污染型企业倾向于迁往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的国家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４） ［１８］。 现有研究也已确认中国内部的污染型企业倾向投资于环保标准

较低的区域， 形成 “区域性污染天堂”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１９］。 由于传统开发区

一般将招商引资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 往往将环保目标置于相对次要

的地位， 因而在 “污染天堂” 效应的作用下更容易导致低水平污染型 ＦＤＩ 的集聚。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 可以预期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这一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带来

的环境规制加强将对现有传统型 ＦＤＩ 产生挤出效应， 导致低水平污染型外资企业转

移甚至退出， 从而表现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设立后 ＦＤＩ 相关指标的下降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２０］； 徐彦坤和祁毓， ２０１７［２１］； Ｓｈｉ ａｎｄ Ｘｕ， ２０１９［２２］）。 本文据此提出如

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１：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会通过空间再配置效应导致 ＦＤＩ 的下降。
理论上， 根据 “弱波特假说”， 环境规制的加强能够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１［２３］； Ｊａｆｆｅ ａｎｄ Ｐａｌｍｅｒ， １９９７［２４］）。 现有文献也确认设计合理的环境规

制能有效促进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 王班班和齐绍洲 （２０１６） ［２５］发现， 市场型和命

令型政策工具有助于诱发企业节能减排技术创新， 且这一诱发效应对创新质量更高

的发明专利更强。 徐佳和崔静波 （２０２０） ［２６］进一步发现， 弱约束的环境政策能够提

升企业整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且对绿色发明型专利的促进作用略高于绿色实用

新型专利。 同时， 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能够有效促进目标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 绿

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具备较强的命令控制特征， 且政策目标往往兼具产业集聚、 经济

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等多重属性， 并非单纯作用于环境质量改善， 因而创造出典型的

环境规制弱约束， 本文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２：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会通过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吸引清洁型 ＦＤＩ。

二、 实证框架及识别策略

（一） 实证策略

由于各园区被批准创建的时间点不同， 本文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来识别国家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对 ＦＤＩ 的影响， 设立基准模型如下：
Ｙｃｔ ＝ β０ ＋ β１Ｐａｒｋｃｔ ＋ θＸｃｔ ＋ δｃ ＋ πｔ ＋ εｃｔ （１）

其中， Ｙｃｔ 表示城市 ｃ在 ｔ 年的 ＦＤＩ 指标； Ｐａｒｋｃｔ 为二值虚拟变量， 如果城市 ｃ在 ｔ
年拥有批准开展建设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则该变量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β１

为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 解释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获批创建后， 拥有获批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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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 （处理组） 相比于无获批园区的城市 （控制组） ＦＤＩ 指标的变化； Ｘｃｔ 包含

一系列影响 ＦＤＩ 的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 人口密度、 人均 ＧＤＰ、 职工平

均工资、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 人均绿地面积和年均 ＰＭ２􀆰 ５ 浓度； δｃ 为城市固定效

应， 控制如地理位置等样本期内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π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中

央政府政策等不随城市变化的时变因素； εｃｔ 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误差项。
（二） 样本与数据

本文研究样本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 １９９ 个拥有国家级开发区的地级及以上城市，
占现有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数量的 ６８％。 其中 ５０ 个城市拥有获批的国家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 为研究中的处理组； １４９ 个城市拥有国家级开发区， 但没有获批的生态

工业示范园区， 为研究中的控制组。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仅考察拥有国家级开发区

的地级市， 而并未将全部地级市纳入考察范围， 这一做法能够尽量减少处理组与控

制组的初始差异， 降低潜在的选择偏误。 国家级开发区的相关数据整理自 《中国

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２０１８ 年版） 》。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相关数据整理自生

态环境部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名单》 以及相关审核文件。
因变量方面， 本文参照现有文献， 并依据数据可得性选取了三项指标来衡量城

市 ＦＤＩ， 分别为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衡量 ＦＤＩ 总量）， 人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衡量 ＦＤＩ 密度）， 以及城市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衡量 ＦＤＩ 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 ＦＤＩ 指标数据来自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控制变量方面， 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之外的经济因素和城市宜居性因素

会影响 ＦＤＩ。 本文分别从城市人口规模、 经济发展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环境

适宜度等角度来选取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 人口密度、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职工平

均工资、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 人均绿地面积和年均 ＰＭ２􀆰 ５ 浓度。 主要控制变量的

数据均来自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ＰＭ２􀆰 ５ 浓度数据来自哥伦比

亚大学发布的 １９９８—２０１６ 年的 ＰＭ２􀆰 ５ 密度图。 表 １ 列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量。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万美元 １ ９９０ ８５ ８０３􀆰 ３３０ １８２ ３５７􀆰 ３００ ０ １ ８８６ ６７６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地区

生产总值之比
万美元 ／ 万元 １ ９９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１９

人均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美元 ／ 人 １ ９９０ １７１􀆰 ３０７ ２７６􀆰 ３３４ ０ ２ ３５６􀆰 ４７５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虚拟变量 １ ９９０ ０􀆰 ０９４ ０􀆰 ２９３ ０ １

人口密度 人 ／ 平方公里 １ ９９０ ４６８􀆰 ２８５ ３３５􀆰 ８３１ ４􀆰 ７００ ２ ６４８􀆰 １１０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 人 １ ９９０ ３􀆰 ６７４ ２􀆰 ９２１ ０􀆰 ０１０ ４６􀆰 ７７５

职工平均工资 万元 ／ 人 １ ９９０ ３􀆰 ２００ １􀆰 ３９９ ０􀆰 ９４５ １３􀆰 ７０９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 平方米 ／ 人 １ ９９０ １１􀆰 ４７１ ７􀆰 ４８８ ０􀆰 ３１０ １０８􀆰 ３７０

人均绿地面积 平方米 ／ 人 １ ９９０ ４３􀆰 ８４１ ６１􀆰 ７２９ ０ 􀆰 ５７０ １１７９􀆰 ２２０

ＰＭ２􀆰 ５ 微克 ／ 立方米 １ ９９０ ３９􀆰 ７５２ １６􀆰 ４８５ ４􀆰 ６７６ ９０􀆰 ８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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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结果

（一） 主要结果

表 ２ 报告了双重差分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 （１）、 （２） 列考察国家生态工

业示范园区的创建对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影响， 第 （３）、 （４） 列考察国家生

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对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的影响， 第

（５）、 （６） 列考察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对城市人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影

响。 在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 逐步加入经济因素和宜居性因素等控

制变量， 双重差分系数均显著为负。 包含完整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 拥有国家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城市相比于仅拥有传统国家级开发区的城市， 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减少了 ２７􀆰 ３％，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减少了 ２４􀆰 ６％， 人均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减少了 ２８􀆰 ４％。
为进一步验证平行趋势， 本文参照常规做法， 进行如下事件分析：

Ｙｃｔ ＝ β０ ＋ ∑
１３

ｋ≥－１
Ｐａｒｋ ｋ( ) βｋ ＋ θＸｃｔ ＋ δｃ ＋ πｔ ＋ εｃｔ （２）

其中， 二值虚拟变量 Ｐａｒｋ 仍然表示是否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令ｊｃ 表示

城市 ｃ 批准创建第一家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年份， 定义当 ｔ － ｊ ＜ ＝ － １１ 时，
Ｐａｒｋ（ － １１） ＝ １， 否则为 ０； 当 ｔ － ｊ ＝ ｋ 时， Ｐａｒｋ（ｋ） ＝ １， 否则为 ０， 当 ｔ － ｊ ＞ ＝ １１
时， Ｐａｒｋ（１１） ＝ １， 否则为 ０。 事件分析结果表明， 在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这一政策冲击开始前， 创建园区对 ＦＤＩ 不存在显著影响 （除创建前 ６ 年效应显著

为正）， 而冲击发生后， 显著的 ＦＤＩ 挤出效应开始出现， 因此本文基准模型满足平

行趋势假定， 双重差分方法作为本文因果识别策略的有效性得到确认。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外资金额 外资金额占比 人均外资金额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ａｒｋ
－０􀆰 ２８７∗∗∗ －０􀆰 ２７３∗∗∗ －０􀆰 ２６５∗∗∗ －０􀆰 ２４６∗∗∗ －０􀆰 ３０４∗∗∗ －０􀆰 ２８４∗∗∗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９）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７）

经济因素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宜居性因素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 ９５６ １ ９５６ １ ９５６ １ ９５６ １ ９５６ １ ９５６

Ｒ２ ０􀆰 ４８７ ０􀆰 ４８９ ０􀆰 ３３１ ０􀆰 ４３７ ０􀆰 ４６１ ０􀆰 ４６５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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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剔除特殊样本

行政等级与经济地位较为特殊的城市在 ＦＤＩ 相关指标及政策层面与一般地级市

相比存在系统性差异， 本文剔除如下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 剔除直辖市； 第

二， 剔除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 第三， 剔除拥有 ４ 家及以上国家生态工业示范

园区的 “超级明星” 城市 （苏州、 天津、 上海、 常州）； 第四， 剔除没有批准创建

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省份和直辖市。 表 ３ 结果表明， 剔除特殊样本后， 园区

创建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剔除特殊样本

变量 外资金额 外资金额占比 人均外资金额

Ａ： 剔除直辖市

Ｐａｒｋ
－０􀆰 ２６１∗∗∗ －０􀆰 ２４４∗∗∗ －０􀆰 ２７４∗∗∗

（０􀆰 ０９２） （０􀆰 ０８３） （０􀆰 ０９０）

观测值 １９１６　 １９１６　 １９１６　

Ｒ２ ０􀆰 ４８５　 ０􀆰 ０３６　 ０􀆰 ４６０　

Ｂ： 剔除经济特区、 沿海开放城市

Ｐａｒｋ －０􀆰 １９８∗∗ －０􀆰 １８０∗∗ －０􀆰 ２２５∗∗

（０􀆰 ０９７） （０􀆰 ０８９） （０􀆰 ０９６）
观测值 １７４６　 １７４６　 １７４６　

Ｒ２ ０􀆰 ５１１　 ０􀆰 ４０８　 ０􀆰 ４８９　

Ｃ： 剔除拥有 ４ 家及以上批准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城市

Ｐａｒｋ －０􀆰 ２７２∗∗∗ －０􀆰 ２５１∗∗∗ －０􀆰 ２８４∗∗∗

（０􀆰 ０９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９）
观测值 １ ９１６　 １ ９１６　 １ ９１６　

Ｒ２ ０􀆰 ４８６　 ０􀆰 ０３６　 ０􀆰 ４６１　

Ｄ： 剔除无批准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省份、 直辖市

Ｐａｒｋ －０􀆰 ２８０∗∗∗ －０􀆰 ２５８∗∗∗ －０􀆰 ２９１∗∗∗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８） （０􀆰 ０８６）
观测值 １ ７９８　 １ ７９８　 １ ７９８　

Ｒ２ ０􀆰 ５３０　 ０􀆰 ４１１　 ０􀆰 ５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

２􀆰 匹配—双重差分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设立并非随机， 申报创建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城市往

往是前期已经具备了一定工业园区建设基础的城市， 因此示范园区不可能随机分

布， 这导致基准结果存在自选择偏差的潜在风险。 本文进一步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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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首先基于一组 ２００５ 年的初始变量估计二值选择模型，
以获得每个城市的倾向性得分， 匹配变量具体包括： 人口密度、 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 职工平均工资、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 人均绿地面积和 ＰＭ２􀆰 ５ 浓度。 匹配后的

双重差分估计结果见表 ４。 结果显示， 对比表 ２ 的基准回归结果， 创建国家生态工

业示范园区挤出 ＦＤＩ 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且系数大小基本相近。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ＰＳＭ－ＤＩＤ
变量 外资金额 外资金额占比 人均外资金额

Ｐａｒｋ
－０􀆰 ２４９∗∗∗ －０􀆰 ２２２∗∗∗ －０􀆰 ２６７∗∗∗

（０􀆰 ０９１） （０􀆰 ０８４） （０􀆰 ０９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 ７１６ １ ７１６ １ ７１６

Ｒ２ ０􀆰 ４８７ ０􀆰 ４０１ ０􀆰 ４６３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３􀆰 工具变量分析

ＦＤＩ 的流入可能影响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制定， 为了最大程度解决这一双向

因果问题， 本文进一步采用由 Ｄｕｆｌｏ 和 Ｐａｎｄｅ （２００７） ［２７］ 提出的工具变量方法进行

识别。 Ｓｔｒｏｂｌ 和 Ｓｔｒｏｂｌ （２０１１） ［２８］ 以及 Ｌｉｐｓｃｏｍｂ 等 （２０１３） ［２９］ 在后续的高水平研究

中也采用该方法。 Ｄｕｆｌｏ－Ｐａｎｄｅ 工具变量法的关键在于选择成本端的外生因素来对

开发区的分布进行预测。 从实际中看， 申请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首要条件

是拥有充足的土地。 此外， 示范园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对土地的集约利用与

管理。 因此， 本文使用外生的土地分布变量作为预测一个城市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

范园区适宜性的核心变量， 并严格参照上述研究构造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设立

的工具变量。 模型 （１） 中的 Ｐａｒｋｃｔ现在被重新定义成 ＰａｒｋＩＶ
ｃｔ ， 表示城市 ｃ 在 ｔ 年是

否拥有基于 Ｄｕｆｌｏ－Ｐａｎｄｅ 工具变量法预测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相应的两阶段

回归模型如下：

Ｐａｒｋｃｔ ＝ α０ ＋ α１ＰａｒｋＩＶ
ｃｔ ＋ γＸｃｔ ＋ δｃ ＋ πｔ ＋ ｖｃｔ （３）

Ｙｃｔ ＝ β０ ＋ β１ Ｐａｒｋ
︿

ｃｔ ＋ θＸｃｔ ＋ δｃ ＋ πｔ ＋ εｃｔ （４）

其中， 等式 （３） 为工具变量一阶段估计模型， 等式 （４） 为工具变量二阶段

估计模型， Ｐａｒｋ︿
ｃｔ为基于一阶段结果得到的 Ｐａｒｋｃｔ的拟合值。 表 ５ 结果显示， 国家生

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依然显著降低了 ＦＤＩ 各项指标， 虽然由于工具变量所估计的

是局部平均处理效应等原因， 得到的 ＦＤＩ 挤出效应相对增大， 但本文的基本结论保

持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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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稳健性检验： 工具变量分析

变量 外资金额 外资金额占比 人均外资金额

Ｐａｒｋ
－０􀆰 ４８３∗∗ －０􀆰 ２６４∗ －０􀆰 ５００∗∗

（０􀆰 ２２１） （０􀆰 １３６） （０􀆰 ２１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 ９５６ １ ９５６ １ ９５６

注： 工具变量一阶段估计结果为 ０􀆰 ４９５， 并在 １％水平上统计显著； 工具变量同时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与弱工具

变量检验； 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０％、 ５％的显著性水平。

（三） 异质性分析

１􀆰 按城市园区数量分组

样本中部分城市创建了多家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而单园区城市与多园区城

市在园区设立动机、 园区管理机制、 招商引资政策与环境规制强度等方面可能存在

系统性差异， 从而导致其对于 ＦＤＩ 的效应有所区别。 以设立动机为例， 对于多园区

城市， 基本可以肯定加强环境规制和建设清洁城市是地方政府追求的核心目标。 而

对于单园区城市， 其园区设立动机则相对多样化， 除加强生产端环境规制外， 还可

能存在满足短期环保要求、 提高政治升迁概率、 效仿周边城市、 进行政策试点等诸

多动机。 本文据此将样本分为单园区城市和多园区城市， 估计结果见表 ６。 结果显

示，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对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地区

生产总值之比、 人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三项指标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并且多园

区城市的 ＦＤＩ 挤出效应更大。 这一结果印证了多园区城市相比单园区城市， 其建设

绿色城市的动机更强， 城市层面的总体环保标准和要求更高， 对于高水平清洁型

ＦＤＩ 的需求更大， 由此导致更多的传统型 ＦＤＩ 被排斥。

表 ６　 异质性分析： 城市园区数量

变量 外资金额 外资金额占比 人均外资金额

单园区城市

Ｐａｒｋ －０􀆰 ２５２∗ －０􀆰 ２３２∗∗ －０􀆰 ２６０∗∗

（０􀆰 １３４） （０􀆰 １１５） （０􀆰 １２９）
观测值 １ ７４６ １ ７４６ １ ７４６

Ｒ２ ０􀆰 ４９１ ０􀆰 ３０９ ０􀆰 ４６７
多园区城市

Ｐａｒｋ －０􀆰 ３３５∗∗∗ －０􀆰 ２９５∗∗∗ －０􀆰 ３５４∗∗∗

（０􀆰 ０９８） （０􀆰 ０９２） （０􀆰 ０９９）
观测值 １ ６６６ １ ６６６ １ ６６６

Ｒ２ ０􀆰 ４９４ ０􀆰 ４２０ ０􀆰 ４７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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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按城市行政等级与经济地位分组

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外资相关政策与城市行政等级及经济地位密切相

关， 本文据此将样本分为高等级城市 （直辖市、 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 和一般

城市， 表 ７ 估计结果显示， 对于高等级城市，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对城市

ＦＤＩ 没有显著影响。 而对于一般城市，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使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减少了 ４５􀆰 ７％、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减少了 ４０􀆰 ７％、 人

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减少了 ４５􀆰 ３％。 高等级城市中作为控制组的传统开发区经济

结构与产业技术水平相对先进， 环境规制强度也更加接近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

区， 因而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对 ＦＤＩ 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符合现实情况。
反之， 一般城市中传统开发区的环境规制力度相对较小， 更有可能因为宽松政策导

向和较低环保标准吸引污染型外资进驻， 从而导致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设立产

生相对较大的 ＦＤＩ 挤出效应。

表 ７　 异质性分析： 城市行政等级与经济地位

变量 外资金额 外资金额占比 人均外资金额

高等级城市

Ｐａｒｋ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３ ０􀆰 ０３３
（０􀆰 １６７） （０􀆰 １６１） （０􀆰 １６７）

观测值 ３４９ ３４９ ３４９

Ｒ２ ０􀆰 ４３９ ０􀆰 ４０４ ０􀆰 ３９１

一般城市

Ｐａｒｋ －０􀆰 ４５７∗∗∗ －０􀆰 ４０７∗∗∗ －０􀆰 ４５３∗∗∗

（０􀆰 １１３） （０􀆰 １０１） （０􀆰 １１３）

观测值 １ ６０７ １ ６０７ １ ６０７

Ｒ２ ０􀆰 ５０７　 ０􀆰 ５０５　 ０􀆰 ４８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３􀆰 按城市所在区域分组

中国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 要素禀赋、 发展水平、 制度环境都存在显著差异，
可能导致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对 ＦＤＩ 产生不同影响， 因而本文按地理区域将样本分

为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和东北部城市。 表 ８ 估计结果显示， 国家生态工

业示范园区的 ＦＤＩ 挤出效应主要来自于中部城市与东北部城市， 东部城市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的 ＦＤＩ 挤出效应相对较弱， 而在西部城市未发现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对于

ＦＤＩ 的显著影响。 中部城市与东北部城市的传统国家级开发区 （作为控制组） 大多

以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支柱产业， 更有可能形成承接污染型 ＦＤＩ 的 “污
染天堂” （傅帅雄等， ２０１１） ［３０］， 因而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设立所带来的 ＦＤＩ 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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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应十分明显。 相比之下， 东部城市由于技术水平相对领先， 环境规制相对严

格， 所设立的传统国家级开发区本身较为清洁， 因此相应的 ＦＤＩ 挤出效应较弱。 对

于西部城市， 虽然其国家级开发区以传统产业为主导， 但由于西部地区本身产业基

础薄弱， 对外开放水平较低， ＦＤＩ 呈现规模小、 增速慢、 分布散的特征， 绿色区位

导向性政策很可能不足以吸引高水平清洁型 ＦＤＩ 以替代传统型 ＦＤＩ， 自然也不会产

生相应的挤出效应。

表 ８　 异质性分析： 地理区域

变量 外资金额 外资金额占比 人均外资金额

东部城市

Ｐａｒｋ －０􀆰 １３６∗∗ －０􀆰 １２１∗ －０􀆰 １２４∗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５）
观测值 ７１０　 ７１０　 ７１０　

Ｒ２ ０􀆰 ３８７　 ０􀆰 ４６１　 ０􀆰 ３４９　
中部城市

Ｐａｒｋ －０􀆰 ４１４∗∗∗ －０􀆰 ４７１∗∗∗ －０􀆰 ４７７∗∗∗

（０􀆰 １０９） （０􀆰 １０４） （０􀆰 １２１）
观测值 ５８０　 ５８０　 ５８０　

Ｒ２ ０􀆰 ３０１　 ０􀆰 ３４６　 ０􀆰 ４８２　
西部城市

Ｐａｒｋ ０􀆰 ２４１ ０􀆰 ３６４ ０􀆰 ２４９
（０􀆰 ２３４） （０􀆰 ２２２） （０􀆰 ２３５）

观测值 ４４８　 ４４８　 ４４８　

Ｒ２ ０􀆰 ３３６　 ０􀆰 ４２８　 ０􀆰 ３１６　
东北城市

Ｐａｒｋ －０􀆰 ３４６∗∗∗ －０􀆰 ４１８∗∗∗ －０􀆰 ３４６∗∗∗

（０􀆰 １３２） （０􀆰 １１９） （０􀆰 １２９）

观测值 ２１８　 ２１８　 ２１８　

Ｒ２ ０􀆰 ３７７　 ０􀆰 ４７７　 ０􀆰 ３１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四、 机制检验

（一） 环境规制加强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是以促进清洁生产为目标， 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和工业生

态学原理而设计建立的新型工业园区， 对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与普通开发区和产业园区相比， 严格的资源节约、 污染防控和环境保护标

准是申请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必备条件。 相比于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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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设立显然蕴含了更高的清洁生产要求和环境保护目标， 本

文首先检验了其设立是否会导致当地生产端环境规制的显著加强。 本文依据生态环

境部 “十一五” 期间公布的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强制减排公式计算得出市级污

染减排配额， 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 表 ９ 结果显示，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设立

确实强化了城市层面的环境规制， 生态园区相对严格的环境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具有

普适性或溢出效应， 其环境规制效应并非仅限于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范围之内。

表 ９　 机制检验：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对城市环境规制的影响结果

变量 城市环境规制水平

Ｐａｒｋ
０􀆰 １１７∗∗

（０􀆰 ０５２）
控制变量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１ ９５６
Ｒ２ ０􀆰 ３９２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

（二） “污染天堂” 假说

本文继续检验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设立引起的城市环境规制加强是否确实导

致 ＦＤＩ 进行了空间再配置 （研究假说 １）， 即传统开发区存在 “污染天堂” 现象。
一般来说， 为了降低重新选址的转移成本， 外资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在相近行政体系

下的城市之间转移。 本文由此构造了邻近城市 ＦＤＩ 这一指标， 即计算与城市 ｃ 同省

的其他拥有国家级开发区城市的 ＦＤＩ 指标均值， 并估计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对邻近城市 ＦＤＩ 的影响， 表 １０ 结果表明，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对其他城

市的 ＦＤＩ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使邻近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和人均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分别增加了 ２􀆰 ８％和 ２􀆰 ３％， 说明这一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确导致 ＦＤＩ 在城市间

进行转移， 但转移的数量远少于减少的数量， 这可能是因为环保标准提高带来的排污

成本上升直接驱使 ＦＤＩ 转出到省外， 甚至退出中国。

表 １０　 机制检验：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对邻近城市 ＦＤＩ的影响结果

变量 邻近外资金额 邻近外资金额占比 邻近人均外资金额

Ｐａｒｋ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 ９２８ １ ９２８ １ ９２８

Ｒ２ ０􀆰 ９４８ ０􀆰 ８６２ ０􀆰 ９４３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０％、 ５％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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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弱波特假说

本文进一步检验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是否对城市科研投入和绿色创新

水平存在影响 （研究假说 ２）。 现有研究已经证明， 城市科研与创新水平是高技术

型 ＦＤＩ 选址的重要考虑因素， 因而可以反映城市吸引高水平清洁型 ＦＤＩ 的潜力

（陈国宏和郭弢， ２００８［３１］； 史贝贝等， ２０１９［３２］）。 城市科研投入的衡量指标为科学

事业费支出占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比重， 数据来自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绿色创新

水平的衡量指标为城市绿色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原始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
估计结果见表 １１。 第 （１） 列结果表明，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对城市科研

投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提高了城市科研投入， 使

科学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增加了 ０􀆰 ４％。 第 （２） — （５） 列结果表明，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对城市绿色创新指标中的总量及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

权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以上结果说明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对高水平清洁型 ＦＤＩ 的
确具有较强的潜在吸引力。

表 １１　 机制检验：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对科研投入和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科学事业费
支出占比

绿色专利
申请总量

绿色发明
专利申请量

绿色专利
授权总量

绿色发明
专利授权量

Ｐａｒｋ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８∗∗ ０􀆰 １２２∗∗ ０􀆰 ０６９∗∗∗ ０􀆰 １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６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 ９９０ １ ９８０ １ ９８０ １ ９８０ １ ９８０

Ｒ２ ０􀆰 ４８８ ０􀆰 ８１０ ０􀆰 ７２８ ０􀆰 ８２４ ０􀆰 ６６４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五、 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 １９９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国家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对城市 ＦＤＩ 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相比于传统国家级开

发区，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创建降低了 ＦＤＩ 的各项指标， 对 ＦＤＩ 产生了显著的

挤出效应； 主要结果经过剔除特殊样本以及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及 Ｄｕｆｌｏ－Ｐａｎｄｅ 工具变

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保持稳健；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

区的设立对 ＦＤＩ 的负向影响在多园区城市、 一般城市和中部城市及东北部城市相对

更强； 在机制分析层面， 本文验证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设立带来的城市环境

规制加强， 并验证了这一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促进了 ＦＤＩ 空间再配置效应， 以及城

市科研投入和绿色创新水平的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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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逆全球化” 浪潮涌现， ２０２０ 年全球 ＦＤＩ 大幅萎缩， 而中国全年 ＦＤＩ 流
入逆势上涨 ４％， 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外资流入国。 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可把

握契机， 借由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加快实现 ＦＤＩ 转型升级， 构建高质量外资体系。
依据本文研究结论， 地方政府既应关注到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相比一般开发区存在排

斥传统型 ＦＤＩ 的可能， 也应认识到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在吸引清洁型 ＦＤＩ 方面的巨大

潜力。 首先， 地方政府应理性看待低效率污染型 ＦＤＩ 退出这一趋势， 认识到低效率

污染型 ＦＤＩ 退出有助于中国改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路径依赖， 从而破解 “低端锁

定” 效应 （葛顺奇等， ２０２１） ［３３］； 其次， 地方政府应充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就业状况、 产业布局、 环境质量等实际情况， 合理平衡传统型 ＦＤＩ 与清洁型 ＦＤＩ 的
体量与结构， 在全球新冠疫情冲击下继续坚持改善投资环境， 创造更稳健的外商投

资预期， 同时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风险的关注， 积极助力外商投资企业复工复

产 （罗长远和司春晓， ２０２０） ［３４］； 最后， 地方政府应在 “稳外资、 稳外贸” 的前提

下精准制定并实施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 有针对性地推动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

创建， 并采取有效举措吸引更多清洁型 ＦＤＩ 进驻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从而真正实现

ＦＤＩ 高水平集聚， 进一步促进经济、 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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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５ （２）： ２００－２３１􀆰

［３０］ 傅帅雄， 张可云， 张文彬 􀆰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区域布局的 “污染天堂” 效应 ［ Ｊ］ ． 山西财经大学学

报， ２０１１ （７）： ８－１４􀆰

［３１］ 陈国宏， 郭弢 􀆰 我国 ＦＤＩ、 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能力关系实证研究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０８

（４）： ２５－３３􀆰

［３２］ 史贝贝， 冯晨， 康蓉 􀆰 环境信息披露与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优化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９ （４）： ９８
－１１６􀆰

［３３］ 葛顺奇， 李川川， 林乐 􀆰 外资退出与中国价值链关联： 基于外资来源地的研究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２１

（８）： １７９－２０２􀆰

［３４］ 罗长远， 司春晓 􀆰 外资撤资的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研究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２０ （８）： ２６
－５３􀆰

（责任编辑　 王　 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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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ｅｅｎ Ｐｌ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Ｐａｒｋｓ

ＨＵＡ Ｙｕｅ　 ＴＡＮ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ｗｉｔｈｉｎ

２００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ｂ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Ｐａｒｋ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
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Ｐａｒｋｓ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ｒｏｂｕｓ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ａｓｓｏｒ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ｖａｒｉ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Ｐａｒｋｓ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Ｅｃ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Ｐａｒｋ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ｉｔｙ􀆳ｓ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Ｒ＆Ｄ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ｒｅｅｎ Ｐｌ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Ｐａｒｋ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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